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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述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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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余英时认为,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使传统文化破坏殆尽,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贻害深

远,今天必须认识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;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内涵一定的现代性因素,这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动

力,在此基础上余英时提出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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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对于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前景这个宏大主题,余
英时可以说是所有海外华裔学者中涉笔最多的一

个。他看重文化的力量,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情

怀,对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刻

思考。在经济迅猛发展,而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中

国,考察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思想,对推动

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及和谐社会的构建,具有重要的

启迪意义。

一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

文化重建成为必然

余英时认为,今天中国的危机主要是文化的危

机。中国近代的文化危机使传统文化破坏殆尽,政
治力量上升到主宰地位,而文化力量则退居于无足

轻重的位置,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日趋严重,今
天必须重新认识文化重建问题的重要性。

(一)传统文化破坏殆尽

中国文化在近代以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,这个

“危机”的最大表征,根据余英时的诊断,是知识界

和思想界的持续激进化。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

就是一个持续激进化的过程,五四运动是其重要的

分水岭。五四之前,从魏源的“师夷之长技以制

夷”,到李鸿章等人的“洋务运动”,到张之洞的“中
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,再到康有为、梁启超的“戊戌变

法”,最后到孙中山的“共和革命”,激进变革的思想

逐步加深,从器物层面达到政治层面,但在那时还

没有动摇整个传统文化体系;而五四运动则将保守

与激进的对峙推进到文化层面,并最终摧毁了中国

文化传统的整个体系。[1](P193-201)这几个阶段清晰显

示出: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从局部修改发展到全

盘舍弃,对西方文化则从局部吸收发展到全盘“拥
抱”。“自‘五四’以后,中国人(至少知识分子)逐渐

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,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

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;现代化即是西化,而要现代

化 则 必 须 从 彻 底 摧 毁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为

前提。”[2](P503)

(二)学术的政治化和功利化贻害深远

余英时认为文化建设必须立足于深厚的学术

思想基础之上。但是,近百年来中国没有一个持续

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,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来不及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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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思想方面有深入的成就,便卷入了政治的漩

涡。中国人在“救亡”心情下要求用西方“真理”来
彻底而迅速地改造中国,速变和全变成为近代知识

分子的基本心态。依照这样的心理发展,革命便成

了惟一的“救亡”之道。而一旦“革命”登场,政治

(包括军事)力量便上升到主宰的地位,文化力量则

退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。长期的“革命”最后使许

多人相信“政治决定一切”。[2](P505)为了尽快地以西

方“真理”来改造落后的中国,中国文化在被仓促推

上手术台之后又染上了另一个严重的“病灶”,即功

利化地对待思想文化,其中以学术的政治化尤为贻

害深远。
(三)知识分子缺乏深层的文化认同

余英时还认为今天的文化危机还特别表现在

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。“他们浮慕西化却并

不深知西方文化底蕴,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文

化为何物。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‘五四’人物,
但以中国学术的修养而言,又远不及‘五四’先辈那

样坚实。”[2](P506-507)中国知识界至今似乎还没有完

全摆脱殖民地心态,一切以西方观念为最后依据,
始终摆脱不掉“尊西人若帝天,视西籍如神圣”的心

态。如果这种心态不能根本扭转,中国是很难确立

文化上的自我认同的,进而也就无法从一个多世纪

的文化危机中解脱出来。
因此,为了从百年来的文化危机中摆脱出来,

重建中国文化,必须首先摈弃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判

断标准的“激进西化”的思维模式,确立中国文化的

本体地位;其次还要摈弃学术政治化和功利化的惯

性,确立“为知识而知识”的真正科学精神;最后,要
在知识界最终达成核心的中国文化认同。

二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一定的现

代性因素为中国文化重建提供了推动

力量

余英时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互

相排斥,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在

现阶段的具体表现。即“所谓‘现代’即是‘传统’的
‘现代化’;离开了‘传统’这一主体,‘现代化’根本

无所附丽。”[3](P7-9)中国传统中并不乏现代性的合

理因子,如能及时善加诱发,就能够成为推动现代

化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余英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现

代价值论述比较丰富,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(一)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

“人人把人当人”是现代社会的普遍信念,这个

信念也是民主理论的基础。民主作为一种尊重人

性的政治理想而言,和儒家与道家的一些中心观念

有相通之处。在中国文化中,人的尊严观念自孔子

以来便巩固地成立了。孔子用“仁”字来界定“人”
字,孟子说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,荀子说“涂之人可以

为禹”,陆象山更进一步提出“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

一个人”的口号。中国人大都接受这种看法,因此

人人都有尊严。人所以为“人”,不在于是否有知

识、有地位、有财富,而在于个人的抉择。
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,人的尊严的观点遍

及一切人,奴隶也不例外。中国社会根据“天地之

性人为贵”的思想始终否认人应该变成奴隶。都是

中国民主精神的凭借,可以通过现代的法制结构而

转化为客观的存在。西方直到近代才有康德强调

必须把人当作目的,而不是手段的思想,而这种思

想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。因此,余英时就此认为

就人的尊严这一点来讲,中国文化早已是现代性

的了。[2](P459-460)

(二)中国传统文化具有“君子”理想

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两个无法截然分开的方

面。余英时认为,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,儒家都以

“君子”理想为其枢纽:修己的目的是成为“君子”,
治人则必须先成为“君子”。[4](P103)从这一角度来

说,儒学事实上便是“君子之学”。在余英时看来,
孔子理想中的“君子”是以内在的“仁”为根本,而同

时在外在的行为方面又完全合乎“礼”的人。“君
子”的本质是“仁”,故“君子之道”之道实际上就是

“仁道”。“君子”既是“仁者”,则君子必须注重自己

的内心修养,坚持“克己”、“自省”其目的不是仅仅

是为了自我解脱,也在于“推己及人”,拯救天下。
所以“君子之道”同时又必须层层外推,不能止于

自己。
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系统中,有一套完整的有关

如何通过道德理性、道德体验来发明道德本性、道
德自我,来提高道德境界的思想系统,并建立起人

伦道德的秩序。可以说,在伦理道德的方向上,儒
家“君子”理想蕴含了尊重理性、肯定自我、相信个

人、刚健有为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容的价值观念。
儒家的“君子”理想无疑具有其现代的、“现代以后”
的意义。

余英时认为,西方自柏拉图开始便有“静观的

人生”和“行动的人生”之分。近代以来“行动的人

生”凌驾于“静观的人生”之上,产生了许多弊端,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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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大都不能“思其所行”而陷入“人莫不饮食,鲜
能知味”的困境。儒家一开始便走上了动静二分的

途径,它以自我为中心而展开的循环圈具有即动即

静、即思即行的性格,具有“刚毅进取”、自强不息的

精神。这种精神也表现为中国思想家从来不看重

灵魂不灭的观念而积极地肯定人生,通过“立功、立
德、立言”来保证人的“永生”。这些都是儒家对两

个世界之间关系的积极主张,也是“道不远人”的观

念的延伸。因此,从西方的观点来看,儒家“君子”
的刚毅进取的精神既非纯“传统的”,也非纯“现代

的”而是介于两者之间、且兼而有之的。事实上,这
是一种最合于现代生活的“宗教信仰”。[4](P122)

(三)中国传统文化蕴含万物和谐理念

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刻的

万物和谐的思想。老子说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

道,道法自然。”可见,“道”的根本内涵就是自然。
万物因自然而生,因自然而成,自然乃是天地万物

产生存在的根本,亦是其和谐存在与正常发展的最

终依据。万物都各有其自然之道,天地间事物的千

差万别正是其自然之道作用的结果。儒家一向把

人作为天下最贵者,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、草木鸟

兽相对立,人也只是和谐宇宙的一部分。宋代儒者

讲“人与天地万物一体”,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、草
木、瓦石,讲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,都是十分鲜明

的例证。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自然并不对立,
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和

占有,相反,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。
今天,原子毁灭的危险、自然生态的破坏、能源

耗竭的危机等都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
“科技”日益征服世界,并且宰制了人,“科技”的负

面效应在日益增大。而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人与天地

万物一体”的自然观,以及“尽物之性”、“万物并育

而不相害”的精神,在开发资源时尽量做到尽物之

性、顺物之情和天地万物协调发展,而不是征服。
这样则可以较好地避免“科技”主宰世界的危机。
因此中国“人与天地万物一体”的自然观虽然不是

现代的,却具有超现代的意义。[4](P29-30)

三 余英时中国文化重建的基本

主张

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

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

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。究竟如何转化,
余英时提出了如下基本主张:

(一)重建价值系统

余英时认为中国文化重建必须要更新与重建

价值系统。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,发掘有助

于现代化的精神资源,建立新的价值观念。他说:
“只有在建立了新文化价值之后,不合时宜的旧文

化价值才真正会让位。传统是无所不包的,其内容

也是随时在改变的。文化只能推陈出新,既不能无

中生有,也无法完全从外面移植过来,有志于文化

重建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便要认真地去了解中国

的文化传统,并在传统中寻找有助于现代化的精神

资源。这是西方的启蒙运动给我们的一项最重要

的启示。”[5](P165-166)余英时自己就曾著专文“试图从

价值系统的核心出发疏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转

化”。[5](P43)

(二)坚守学术独立

根据中国传统理论,道统本在正统之上;学术

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。然

而以实际情形而言,政治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却

一向是居于中心的位置。自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

合以后,学术思想的领域便很难维持它的独立性,
而成为通向政治的走廊。在这种风气长期熏陶之

下,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价

值观念,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,学术则

是次一级的东西,其价值是工具性的。
余英时认为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之一,便是

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之上。由于“学术是

政治的工具”这一观念的根深蒂固和牢不可破,近
现代史的一切文化运动最终都被化约为政治运动。
而在另一方面,政治运动在一开始则往往习惯于假

借学术或文化的名义。换言之,政治永远是最后的

目的,而学术与文化不过是手段而已。
因此,要重建中国文化,就要从价值观念的基

本改变开始,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和活动力从

政治的领域转移到学术思想的阵地上来。这一观

念上的转变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先决条件。余

英时指出“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

自由活泼的生机,并且也惟有如此,学术和文化才

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,而不是政治的附

庸”[2](P432-434)。
当然,余英时主张走民间发展学术和文化之

路,并不表示学术与文化必然是和政治处在对立的

地位或与政治不发生任何关系。余英时认为,一方

面,学术与文化有时可以是一种“批判的力量”,但
这种批判的锋芒并不是专门指向政府的;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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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,政府对学术与文化有从旁去支持与奖励的

责任。
(三)处理好中西文化关系

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但丰富、复杂,
而且具有很多的层面,我们决不能笼统地看待它或

加以简化。文化重建一方面要以中国历史和文化

传统为主体,通过它的种种内在线索,进行深入的

研究,发挥中国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。另

一方面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,西方的价值观念

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,因此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

的心灵,“退而结网”,积极地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

为我所用。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,中国文化要不断

调整和更新。中国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元

素而变化,却不能被另一系统(西方文化)所完全取

代。只有在经过现代洗礼之后仍能保持其传统的

特色,中国文化才算是真正获得了新生。[1](P434-440)

(四)知识分子成为社会重心

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,在文化价

值的阐述、维护和传播上起着重大的作用,现代的

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变迁,追根溯源,也是从知识阶

层逐渐向全社会渗透的。让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

重心,是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前提。
就中国历史而言,尽管过去王权是高高在上

的,但在一般社会上,知识分子依然是“四民之首”,
一向为多数人所尊敬,这一历史传统直到如今都未

打破。余英时认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成

为中国社会的重心。一方面,知识分子比较能超越

经济利害,不致因为某种特殊利益而与其他社会阶

层发生严重的冲突。同时,由于现代普遍推行教

育,知识分子数量逐渐增加,他们本身因来自各不

相同的经济阶级,比较有包容性。而且知识分子越

发展、数量日益增多,则社会的民主气氛也会越浓,

不像某一特定阶级有发展上的必然限制。另一方

面,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具有一种高度的理想主义

精神,以为整个社会的指导。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

是与知识分不开的。如果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社会

重心,则此种精神的保持会比较容易。反之,某一

特定的经济阶级却常不免因为利害关系而丧失此

种理想主义的精神。领导社会的分子一旦为私利

而损害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福利,社会就难免趋向

解体。
关于知识分子如何成为社会的重心,余英时明

确提出了两点:一是的确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,足
以领导社会前行;二是要能身体力行,实践自己所

倡导的理想,而不能和过去一样,只会坐而论道。
文化工作是实实在在的,绝不容许投机取巧。倘若

知识分子不能切切实实地做好文化工作,他们就不

配,同时也不可能成为社会重心而获得大多数人的

景仰与尊敬。这样一来,不但知识分子本身的前途

毁灭了,中国文化重建也会受到严重影响。[5](P20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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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ExplorationintoYuYingshih’sIdeaofCulturalCrisisand
CulturalReconstruction

LIMeng-yun
(SocialScienceDepartment,WenzhouMedicalCollege,Wenzhou,Zhejian325035,China)

Abstract:YuYingshihbelievesthatthetraditionalculturehasbeendestroyedbecauseofthecontinuous
radicalideasinmoderntimes.Thepoliticalandutilitarianpursuitinacademicfieldisdoingharmingto
traditionalculture.Soweshouldrealizetheimportanceofculturalreconstruction.Certainelementsof
modernityin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haveprovidedtheimpetusforthereconstructionofChinesecul-
ture.FromthatYuYingshih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toreconstructChineseculture.
Keywords:YuYingshih;culturalcrisis;culturalvalues;culturalreconstruc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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